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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清律集解附例》在学界又通称顺治三年律， 这一称呼应是依据顺治三年五月所作之御制序文所得， 然而依据苏义工考证，

顺治三年五月御制序文撰写完成以前， 只完成了律典草案的编纂， 而在此之后的近一年时间内， 该律起码又做了一些形式化

的修改， 因此律文颁布的时间应为顺治四年。 参见苏义工： 《明清律典与条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２９ 页。

详译明律， 承明法统： 清律“小注”的
典型特征与创新发展

王　 毓

［摘　 要］ 清律小注是“详译明律”最典型的体现， 创造出以“译”为主的小注风格。 清律

新增小注以对律文语言结构诸如实词、 虚词和连词、 副词、 介词、 代词， 以及主语、 谓

语、 宾语、 定语、 状语等语法结构的补足为主要内容。 同时又进一步明晰明律所隐含的

法律规范要素， 援引其他法律条文提醒法律适用的规则。 除此之外， 清律小注还将注释

范围扩大到律名与例文， 充分吸收明代注释律学的精华， 注释方式更加灵活， 对律典进

行全方位的彻底注释。 清律小注使得承继自明律的律文确定化程度更高， 成为律典小注

集大成者。 由明律小注之简发展到清律小注之繁， 也体现出律典制定繁简交替、 因时制

宜的要求， 对维护律典的稳定传承、 法律条文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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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大清律集解附例》（以下简称“顺治三年律”）①序文有言： “律
例未定， 有司无所秉承。 爰敕法司官， 广集廷议， 详译明律， 参以国制， 增损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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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平允。”①可见， 清律在制定之初就以明律为样板， 且主要工作重心是对明律进行

细致的修补与阐发。 “详译明律”是制定顺治三年律的主要方针， 也是清律的主要底

色。 所谓“译”即“翻译”， 《说文解字》释其意曰： “传译四夷之言者。”②《康熙字典》有
云： “凡诂释经义亦曰译。”由此可见“译”不仅包括对同一时期的两种语言进行翻译，
也包括对不同时期的同一种语言进行翻译， 使古今中外的语言能够有效沟通、 知晓，
此即为“译”。

然而， 顺治三年律除对《大明律》部分律文删、 并、 改而存在差别之外， 二者主体

的大字律文内容差别不大。 因此， 顺治律与明律最大的差异就集中表现于律典小注

上。 作为中国传统律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律典小注与律文同时编纂， 以双列竖排、 小

于正文的字号夹注于律文之中。 其受张杜注律的影响而产生， 发轫于南朝立法实践，
早在唐律中就已经确定存在，③ 而后之宋、 明、 清律典均保留了小注这一注释体式，
尤其在《宋刑统》（图 １）中律疏与小注并存， 律疏不单疏解正文， 也对律典小注一体疏

解。 在清代以前， 律典小注主要有三种作用： 以“谓”字小注为代表的解释性小注、 调

整性小注以及补充立法性小注。④ 而清律小注在形式和内容上明显与前代律典小注差

异巨大。

图 １　 《宋刑统·卷二·八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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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红： 《明清律合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１ 页。
（汉）许慎： 《说文解字》，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３ 年版， 第 ５７ 页。
参见王毓： 《中国传统律典“小注”源流考》， 《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
唐、 宋律小注数量繁多功能复杂， 总体来讲有三种即以“谓”字小注为代表的解释性小注、 调整性小注以及补充立法性小注。
明律虽然突出以“谓”字为主的解释性小注， 但小注的功能并没有过多的变化。 参见王毓： 《“疏不破注”视角下〈唐律疏议〉的
解释方法探析》， 《法律方法》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王毓： 《〈大明律〉“小注”的注释体例、 注释方法及其性质》， 《古代文明》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
（宋）窦仪： 《宋刑统·卷二·八议》， “中华民国”七年国务院法制局重校天一阁本。 注： 右侧六列小字即本文所述之小注， 左

侧三列即为律后疏议。



图 ２　 《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卷一·应议者犯罪》①

　 　 从规模来看， 差异更为明显。 《大明律》４６０ 条律中只有 ８６ 条附有小注，② 且绝大

多数小注是以“谓”字小注为代表的解释性小注。 而顺治律却几乎条条律文都有小注，
这绝非《大明律》小注可以涵盖的体量。 可见清律小注基本都是脱离《大明律》小注而

新增的。 由此， 可以认为清律“详译明律”的立法方针主要体现在小注上。 这也创造了

前所未有的“译”之功能小注（图 ２）。 “译”是清律小注的独有功能， 也是清律小注的

特色所在。
正由于明清律最明显的不同在小注上， 学界对清律小注的关注超过了对唐、 明律

典小注的关注， 前贤基于明清律小注的变化展开了相对丰富的讨论， 如瞿同祖先生曾

总结道： “清律小注多于明律， 但往往只是加几个字， 使语意更加明确， 并没有因此

而变动律文的内容。”③此外还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④ 尽管如此， 对清律小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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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刚林： 《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卷一·应议者犯罪》，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汉 １４０３９ 号）馆藏。 注： 本图所截取律

文中“奏闻取自上裁”之后一段“议者谓……取自上裁”。 一段“谓”字解释性小注为明律原注， 其他小注均为清律新增， 清律小

注的具体形态后文会详细研究。
以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为准， 大明律共有 ８６ 条律含有小注， 其中在律文中含有小注的律条为 ８５ 条，
而“递送公文”条只在律名中有计数小注： “三条”， 律文中无小注。 本人之前在《古代文明》刊发文章《〈大明律〉“小注”的注释

体例、 注释方法及其性质》一文对明律包含小注的律文数量统计为 ８１ 条， 此为谬误， 在此致歉。 参见王毓： 《〈大明律〉“小注”
的注释体例、 注释方法及其性质》， 《古代文明》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瞿同祖：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４２７ 页。
当前学界对于清代律典小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透过清律小注的来源与变化探讨清律对明代律学作品的吸收问

题， 如李守良从《大清律集解附例》小注与《大明律附例注解》小注的比较去判断制定法对私家注律书的吸收问题， 对于清初三

本律典中小注、 总注对于明清律学的吸收与继承， 判断清律修订对私家律学进行学习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指出由于定律之人水

平有限导致在吸收之时多有讹误的问题。 参见李守良： 《律典之失与律学吸纳： 明清私家律学与清代的法典编纂》， 《江汉论

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同样的还有闵冬芳在其著作《〈大清律例辑注〉研究》中， 通过比较《大清律集解》中总注、 《大清律例》小注

与《大清律辑注》， 论证了《大清律辑注》对于清代律典编纂的影响。 参见闵冬芳： 《〈大清律例辑注〉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１１９ － １３６ 页。 其次是透过小注探讨明清律典立法技术与立法文化的变迁。 如陈煜通过对比明清律小注

的增、 减、 改的变化发现清律较之明律的确定化程度更高一些。 参见陈煜： 《略论〈大清律例〉的“确定化”》， 《中国政法大学

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专门性研究成果依然乏善可陈。 尤其是清律小注在继承前代律典编纂经验的基础上，
新增小注超越了唐、 明律小注的历史经验， 具有十分典型的创新性。 因此， 本文拟对

清律以“详译”为特色的小注的主要创新之处进行细致呈现， 并探讨清律小注功能创新

的积极意义所在。

二、 对律文语言结构的补足

《大明律》之简约可谓有目共睹， 不单体现在篇章分布上， 在语言上也同样如此。
但是过分简约的文字往往会造成阅读理解的障碍。 另外， 《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纂修完成， 而对清律小注编纂影响较大的姚思仁注律①则是在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律例合编以后， 已经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差距，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大清律集解附

例》奏定之时也与姚思仁注律相距半个世纪之久。 虽然学界在古汉语断代划分问题上

基本都认为明清两朝属于同一语言时期，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仍然存在用语习惯的差

异与变化。 于是， 为了避免简洁的《大明律》律文引发歧义， 也为了疏通语句、 明晰律

文、 补充律句的语言结构等， 使《大明律》的精华能够得以延续、 发挥实际应用的价

值， 《大清律例》继承了姚注的注释特色， 着重以小注形式对《大明律》律句中被省略的

语言结构进行补充， 同时又尽可能保留明律的大字律文以示区别， 这类小注充分表现了

古今语言之“译”的内涵。 具体来讲， 《大清律例》小注所补足的语言结构有以下几类：
第一， 补足必要的实词、 虚词以作连词、 副词、 介词、 代词等， 用来疏通语气、

连贯语法句读。 连词即指用来连接词与词、 词组与词组或句子与句子、 表示某种逻辑

关系的虚词。 连词可以表示并列、 转折、 假设、 选择、 递进、 条件、 因果等关系。
《大清律例》小注所补充的连词颇多， 有表选择的“若”“若系”， 如“脱漏户口”条云：
“（若）有（田应出）赋役者， 家长， 杖一百； （若系）无（田不应出）赋役者， 杖八十。”②

这些规定都是择一的关系， 不要求全部符合， 亦不代表所有的案件都符合这些规定，
因此清律小注增加这类选择性的连词， 表示律文各部分之间择一的逻辑关系。 表因果

关系的小注有“因而”， 如“若用财买休、 卖休， （因而）和同娶人妻者”③， 此处小注就

是表示前句为后句之原因。 副词是指用以修饰动词或形容词， 以表示时间、 频率、 范

围、 语气和程度的词。 如“夜禁”条对夜禁时间范围的规定： “一更三点， 钟声已静

（之后）， 五更三点， 钟声未动（之前）。”④此处小注就是时间副词。 介词则是用来表现

一个字的文法功能的词汇或字缀。 一般用在代词或名词性质的短语前面， 和这些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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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守良教授考证， 《顺治律》小注受明代姚思仁所著之《大明律附例注解》一书影响巨大。 参见李守良： 《律典之失与律学吸

纳： 明清私家律学与清代的法典编纂》， 《江汉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李守良： 《明清私家律学如何影响清朝立法》， 《检察日

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
田涛、 郑秦点校： 《大清律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１７０ 页。
田涛、 郑秦点校： 《大清律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５２４ 页。
田涛、 郑秦点校： 《大清律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３２６ 页。



起来组成介词结构， 以表示处所、 时间、 状态、 方式、 原因、 目的、 比较对象等， 去

掉后原句意思改变。 如“私卖军器”条， “凡军人（将自己）关给衣甲……私下货卖（与
常人）者”①， 小注中的“将”以及“与”皆为介词， 使律文的表述更加连贯。 而代词则是

用来替代名词、 动词等其他词性， 在《大清律例》小注中往往是人称代词或者物主代

词， 如“申报军务”条， “因而杀伤（其）人”， 此处之“人”即指“贼党来降之人”， 小注

以“其”指代， 强调此处杀伤人并不包括杀伤常人。
第二， 补足主语、 谓语、 宾语、 定语、 状语等语法结构， 使律文语言通俗易懂，

方便直接理解。 明律简约古朴， 颇有古风意蕴， 许多律句的主谓宾结构直接省略， 虽

然并不影响律文的实际构成要件， 但是不够清晰， 有时会产生歧义， 清律小注对律句

的主谓宾结构进行必要的补足。 需要说明的是， 主谓宾、 定状补等各语言结构在律文

中往往包含着该罪实质性构成要件， 但此处所提及的主、 谓、 宾等只是语言结构， 并不

涉及对构成要件的补充， 换句话说， 删掉这些小注从本质上并不改变该罪的各类构成要

件。 如“威力制缚人”条， “凡（两相）争论事理， （其曲直）听经官陈告。 （裁决）若（豪强

之人）以威力（挟）制（捆）缚人……”②小注“两相”即是该句主语， 为诉讼双方， “裁决”
这一动词作谓语。 “豪强”又是下一句的主语， “挟”“捆”等皆为谓语动词。

再看定语。 汉语中的定语一般用来表示名词的领属、 性质、 数量等， 形容词、 代

词、 名词都可以作为定语。 清律小注对定语的补充较为丰富， 如“阻坏盐法”条： “其
（各行盐地方，）铺舍转买（本主之盐而）拆卖者， 不用此律。”③该条第一处小注即是对

“铺舍”一词追加定语， 还原律之本意， 明确并非所有铺舍均成立该罪， 而只有“行盐

地方”的铺舍才可成为本罪的主体， 该定语是用来表示名词的归属。 与定语主要修饰

名词不同， 状语用来修饰句子中的谓语中心词， 是谓语里的另一个附加成分， 主要从

情况、 时间、 处所、 方式、 条件、 对象、 肯定、 否定、 范围和程度等方面对谓语中心

词进行修饰、 限制。 法律条文的书写离不开状语， 清律小注同样包含对状语的补足，
如“监临势要中盐”条， “权势之人， 中纳钱粮， （于各仓库，）请买盐引勘合”④。 由于

清代盐业为国家掌握， 国家统管盐业交易， 官盐囤于各仓库之中， 本条则是要防止监

临势要之人大肆收盐私卖， 因此交易地点一定是在各官盐仓库之中， 此条小注就是对

谓语的地点处所增设必要的状语， 还原律句之本意。
从上述清律小注的内容来看， 这类小注更多是为了疏通律句， 明晰律文之所指，

主要是从语言规律的角度对律句进行补足。 这一类小注诠释了“译”这一功能的基础性

纬度， 经过清律小注的补充， 使本来简约古朴的明律小注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避免了

由于时间过长， 语言习惯产生变动而导致读律之人不解律义的弊端。 但上述内容并不

涉及律条各罪名构成要件的补充， 明晰明律所省略的构成要件同样是清律小注“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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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另一重要内容。

　 　 三、 对律文法律规范要素的明晰

　 　 明律“贵在简当”， 在用语简约古朴的同时， 明律条文同样将本应明示的构成要件

性的内容予以省略， 虽然这种省略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妨碍对律文的理解， 也不妨碍

对犯罪构成各要件的整体性把控， 但是仍然存在语意不清、 模糊抵牾的情形， 势必会

给司法实践带来认识障碍， 因此清律小注对明律“译”之功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将明

律所隐含省略的犯罪构成要件与法律处置措施等法律规范要素予以明确规定。 换句话

说， 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偏差可能会造成罪与非罪、 此罪与彼罪混同的讹误， 也会造成

量刑的巨大差异。 清律小注对这些要素的还原与重现使律文的表述更加符合定律时的

目的， 是对明律更高维度的翻译， 是回归律学语境、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对律文律句进

行补足。 这也正是陈煜教授所述清律小注“弥补律义不显之不足”①的作用， 主要有以

下几点：
第一， 对存在一般性规定， 而不在具体律文中说明的各类规范要素进行重现。 明

律将共性的规定单独抽离成一条， 其他律文中则省略这些规定， 以求律文简约， 说明

律的制定技术十分精密巧妙， 很好地回应了“法贵简当”的要求。 但这种模式势必增加

读律成本， 如若不熟读律典， 就会对各种细致规定把握不足， 造成讹误。 因此清律采

取小注的形式将隐含的主体要素进行重现， 方便读律之人直接把握律文。
以主体要素为例， 补充主体构成要件与补充主语的小注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毕竟

在多数情况下， 一句律文中的主语就是主体。 但主体不但是律句中的主语， 更是法律

行为的施行者以及法律责任的承受者。 前文所述主语的补足并不影响犯罪构成的认

定， 但主体的差异却会差之千里。 如“男女婚姻”条：
若许嫁女已报婚书， 及有私约……而辄悔者， （女家主婚人）笞五十……若再

许他人， 未成婚者， （女家主婚人）杖七十……后定娶者（男家）知情， （主婚人）
与（女家）同罪……②

该条意在表明对男女定结婚姻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进行规制， 并对违法行为处以刑罚。
上述小注皆为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添入， 皆来源于姚注。 明律该条大字律文中并没有规定

该犯主体是主婚人， 但是姚注和清律所加小注对主体的规定并非臆造， 而是有所根

据， 即依“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条：
凡嫁娶违律， 若由（男女之）祖父母……外祖父母主婚者， （违律之罪）独坐

主婚。 （男女不坐）余亲主婚者， （余亲， 谓期亲卑幼及大功以下尊长、 卑幼主婚

者）事由主婚， 主婚为首， 男女为从； （得减一等）事由男女， 男女为首， 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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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①

由此可见， 对待婚姻嫁娶过程中的违法犯罪问题， 处分主婚之人是法律的一般性、 原

则性规定， 并非后添入小注之臆造。 除犯罪构成要素中存在这种情况以外， 法律的处

置措施也存在这类情形， 以《婚姻》一门为例， 对于各种嫁娶违律的情形中彩礼以及涉

案妇女的处置是该门律文小注的重要内容， 如“典雇妻女”条： “知而典娶者， 各与同

罪， 并离异。 （女给亲， 妻妾归宗）财礼入官。 不知者不坐， 追还财礼。 （仍离异）”②

本条小注是对违法婚姻予以离异处理， 离异之后， 妇女归宗、 财礼归官或者退回。 该

小注为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添入， 源于姚注。 同样， 该注并非一种法律拟制， 而是对法律

规定的重现与提醒。 前文所提之“嫁娶违律主婚媒人罪”不光对婚姻违律的追责主体进

行了统一的一般性规定， 在后半部分对婚姻关系存续、 女性归属、 财礼返还等问题也

进行了统一规定：
其违律为婚各条称离异、 改正者， 虽会赦（但得免罪）， 犹离异、 改正。 离异

者， 妇女并归宗。
财礼， 若娶者知情， 则（不论已未成婚， 俱）追入官； 不知者， 则追还主。③

由本条可知， 对非法婚姻给予离异处理的， 妇女应当归宗， 财礼的处理分为两种

情形： 如果娶一方对婚姻的违法性不知情、 善意的情形下， 财礼得以返还， 但如果娶

一方明知婚姻存在违法性就属于恶意， 其财礼应予没收处理。 由此可见《婚姻》一门小

注中对女性、 财礼的处理也是对隐含在其他律文中规定的处置措施的重现， 清律小注

直接将这些隐含的规定写进相应的律文中， 明确各种处置措施。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小注对于刑罚的设定和调整中。 《唐律疏议》小注中对刑罚进

行规定往往是一种补充立法性规定， 但是清律小注中科以刑罚的内容往往也是对他条

中的一般性规定在本条中予以明示。 如“弃毁制书印信”条： “当该官吏知而不举， 与

犯人同罪， （至死减一等）。”④

该小注对刑罚标准做了规定， 但是这条小注并非新立法， “至死减一等”的规定来

源于《大清律例·名例律》“称与同罪”条： “（正犯）至死者， （同罪者）减一等。”⑤这一

规定亦是明律原文， 小注为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添入。 因此凡是以“与同罪”处理的， 原

则上不能处以死刑， 应当减一等处理。 明清法律通过设置“例分八字义”等图表置于律

首， 还将律文中的“同类项”规定高度抽离， 单独成律， 这显示了比较高超的立法技

术， 律典内部条文的紧密性与协调性更强， 也更为简约。 然而清代在明律省略重复性

规定的基础上， 又以小注的形式将其省略的规范要素再次予以明示， 在繁简交替之间

可见清律“详译”明律的立法基本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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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依据律文上下文， 推断其所隐含的规范要素并予以重现。 清律小注除了将

法律中的一般规定分别明示并写入相应律文之外， 还会根据原有明律律文的内部逻辑

和上下文关系， 将一些明律所省略的规范要素予以明示， 这种情况在清律小注中随处

可见。 如“弃毁制书印信” 对主观心理的规定： “凡（故意） 弃毁制书……斩。 （监

候）。”①该条表示主观方面的小注“故意”并非明律原有， 而是于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添入，
亦为姚注。 明律原文对此并没有规定该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如果不设定清楚， 那么该

罪的成立就不以故意为要件， 也就是说过失遗失亦可判斩。 但该条其后有言“误毁者，
各减三等”②。 由上下文逻辑联系可以看出， 该条问斩的一般性规定是针对故意弃毁制

书的行为而言， 清律小注予以明示。 再如对违法行为及危害后果的描述， “兵将不固

守”条规定： “若（主将懈于守备， 及哨望失于飞报， 不曾陷城失军， 止）被贼侵入境

内， 掳掠人民者， 杖一百， 发边远充军。”③该条明律原文无小注， 十分简洁， 不提主

体也不提危害行为， 只有危害后果与法律后果。 而该条前款如下：
凡守边将帅， 被贼攻围城寨， 不行固守而辄弃去， 及（平时）守备不设， 为贼

所掩袭， 因（此弃守无备）而失陷城寨者， 斩。 （监候）若官兵与贼临境， 其望高

巡哨之人失于飞报， 以致陷城损军者， 亦斩。 （监候）④

第一句律文是用来惩治将帅弃守城池导致城市沦陷的法律规定， 第二条是用来惩

治哨兵没有及时报告导致城池沦陷的法律规定。 由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出， “侵
入境内， 掳掠人民”是包含在城池沦陷中的危害后果， 因此第三条所述“侵入境内， 掳

掠人民”一定不是在城池沦陷的情形下， 不然和第一条重合， 而如果守边将帅与哨兵

都能够成为城池沦陷罪的法律主体的话， 那么二者也同样能够成为“侵入境内， 掳掠

人民”一条的犯罪主体， 因此第三句律文的主体、 行为与危害后果均由小注依据上下

文逻辑关系予以补足， 使律文的构成要件更加完整清晰。
以上就是清律小注的主要特点， 也是清律小注的主要功能及内容， 不管是从语言

习惯上补足语言结构， 还是从法律规定与上下文逻辑关系上对法律规范要素进行明

晰， 清律小注所补足的内容均未超出明律的原有意涵。 只是使所继承的明律律文语言

更加通顺、 语意更加清晰， 同时作为构成法律规范的各个要素表达更加完整、 直接，
读律时不用参见其他条文即可把握定罪量刑的主要细节。

四、 对相关法律规定的援引

　 　 除对语言结构的补足以及对法律中各个隐含规范要素与构成要件予以补足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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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对明律的“详译”还体现在： 清律小注会对具有重合或相近关系的律例条文进行援

引， 从而对其法律适用规则予以澄清。 由于传统律典条文抽象性比较低， 许多条文对

主体以及行为等犯罪构成要见的规定比较细致， 这就导致一些律文所规制的法律行为

有时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再加上身份、 服制等中国传统法特有的归罪要素， 对一些

与律文相关的特殊情形， 一些相近似的法律条文在适用上容易出现混淆， 因此要予以

明确， 防止法律适用的错误。 以“劫囚”条律文最后所附小注为例：
其不于中途而在家打夺者， 若打夺之人， 原非所勾捕之人， 依威力于私家拷

打律； 主使人殴者， 依主使律； 若原系所勾捕之人， 自行殴打， 在有罪者， 依罪

人拒捕律； 无罪者， 依拒殴追摄人律。①

此条小注共援引三条其他律文对“劫囚”相关特殊情形的处理， 分别是“威力于私

家拷打律”“罪人拒捕律”以及“拒殴追摄人律”。 所谓“威力于私家拷打律”事实上指的

是“威力制缚人”条， “劫囚”条小注对适用“威力制缚人”的前提为， 行为地点是家中，
且打夺官差的人不是官差所要拘捕的人。 这自然是不符合“劫囚”条律文所规定的构成

要件， 因此不能依照“劫囚”条予以规制。 由于打夺的行为人不是官差所要拘捕的人，
因此他人在家打夺官差的行为就触犯了“威力制缚人”的规定：

凡（两相）争论事理， （其曲直）听经官陈告。 （裁决）若（豪强之人，）以威力

（挟）制（ ）缚人， 及于私家拷打监禁者， （不问有伤无伤）并杖八十； 伤重至内

损吐血以上， 各（验其伤）加凡斗伤二等； 因而致死者， 绞。 （监候）。 若以威

力主使（他）人殴打而致死伤者， 并以主使之人为首， 下手之人为从， 论减（主

使）一等。②

而前条小注所述之“主使人殴者， 依主使律”则是本条最后一句的规定。
如果打夺官差的人是官差本就要拘捕的人， 则涉及两种情况， 即该人最后确定无

罪过以及事后认定确实有罪。 如果无罪， 则触犯“拒殴追摄人”条：
凡官司差人（下所属）追征钱粮， 勾摄公事， 而（纳户及应办公事人）抗拒不

服， 及殴所差人者， 杖八十。③

也就是说， 虽然事后查明被拘捕人并无犯罪， 但是打夺负责拘捕的官差， 就应当依照

上条科罪， 而该种行为也确实符合上条的构成要件。 但是如果经事后核实， 该人确实

有罪， 那么就应当依照“罪人拒捕”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凡犯罪事发而逃走， （及犯罪虽不逃走， 官司差人追捕， 有抗）拒（不服追）

捕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 罪止杖一百、 流三千里。④

综合上例可以看出， 清律在小注中援引其他律例条文， 明确一些相关情形的法律

适用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一定说明、 提醒的作用。 《唐律疏议》的调整性小注有“准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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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同……法 ／例 ／罪”的体例， 这种体例的小注主要是适用别条他法的一种安排。 这一

类小注虽然也援引了其他法律， 但往往是一种对特殊情形进行例外调整的做法， 其结

果往往会产生对律文扩大或者限缩的适用结果。 然而与唐律不同的是， 清律小注中这

种大量对其他法律条文的援引， 往往不是对法律的调整性解释， 更不是一种新立法，
而是将与律文内容具有高度相关相似情形的正确法律适用规则予以告知， 对正确的法

律适用规则辅以举例、 提醒， 可以说使得读律之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法律的适用， 不

至于在复杂的律典之中错误把握律义。 这也体现了清律小注对“明律”的详译不单停留

在文本与律条上， 对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冲突讹误的地方也较为关注。
除对同一部律典中的律文进行援引提醒之外， 也会对一些部门则例的条文规定予

以援引， 以此提醒读律之人， 当部门则例另有规定时， 要注意参看。 如“文武官犯公

罪”条规定：
凡内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该杖者， 六十， 罚俸一年； 七十， 降一级； 八十，

降二级； 九十， 降三级， 俱留任； 一百， 降四级， 调用。①

其中最后一句律文规定， 官吏犯公罪， 此罪应杖一百， 该官吏降四级调用， 也就不适

用其他情形中留任的规定。 但是其后有附一句小注： “如吏、 兵二部《处分则例》应降

级革职戴罪留任者， 仍照例留任。”②也就是说， 如果《吏部则例》以及《兵部则例》规定

犯公罪杖一百的情况仍然留任的话， 就不适用律文中“调用”的规定。 清律小注在此作

提醒之意， 理顺了不同法律规范之间的适用规则。
在小注或者其他律典注释中引用其他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规定对法律适用进行提

醒， 这在唐、 明律典中都存在， 但清律小注将这种用法发挥到极致。 综合来看， 不管

是对语气的补足， 还是对律文所隐含的法律规范要素的明晰， 抑或是对相关法律规定

的援引， 最终效果都是使所继承的明律律义更加明晰， 从对律文理解这一实质层面来

看， 清律小注对律文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注释。

五、 注释对象广泛、 注释体例灵活多样

除了从律义注释这一实质内容来看清律小注注释的彻底性之外， 从形式上更能反

映出清律小注对明律注释的彻底性。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即： 注释对象囊括

到律名、 例文； 解释性、 补充性小注的注释体例更加灵活， 内容更加丰富。 具

体如下：

（一）注释对象囊括到律名、 例文

首先， 清律小注将注释对象扩展到律名标题中。 《唐律疏议》并无律条之名， 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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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篇章名后附律后疏议， 介绍该篇由来及主要立法旨趣， 也会在部分条文的律后疏议

中对条文的沿革与由来作介绍， 但是并无律名小注这一形式。 《宋刑统》新增了两种形

式的小注， 即卷首的计数性小注与门目录中的小注， 而门目录中小注同样会出现在该

条正文的律名标题之后。 明律小注中并无律名小注， 但明代部分律学作品如姚思仁著

《大明律附例注解》， 以及《大明律例附解》等都会在律名标题之后增设小注。 《大清律

例》继承了这种做法， 在历经顺治律与雍正律的修改增删之后， 《大清律例》最终有 ２８
条律的律名标题之后附有小注。
　 　 清律律名小注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律名中出现字词的含义， 如“文武官犯公罪”条律

名小注： “凡一应不系私己而因公事得罪者， 曰公罪。”①除此之外， 也对该律进行一

种总结性的说明， 如强调其和其他罪名的关键区别， 如“事后受财”条律名小注： “原
在事后， 故别于受财律。”②清律律名标题小注的设置与律文正文小注的风格十分相似，
并无特殊体例， 将律名标题与律文同样当作小注的注释对象。

清律小注除了对律名进行注释以外， 还将例文纳入了小注的注释范围。 例文作为

一种临时性立法， 早在宋代已经存在， 明清之际， 例的重要性不断增加， 逐渐发展成

为与律文并行的法律渊源形式。 在明代初期， 律、 例分设， 至少自宣德年间以后， 中

央政府便在既有律文之外， 将历朝陆续增添的各种《问刑条例》或“附例”的法条内容

进行整理与公布， 并试图将其有机地联结到《大明律》的既有框架中。 至迟在明代中期

的弘治年间， 律、 例的结合关系已更加明确， 进而演变成“律、 例合刊”法典专书形式

的《大明律例》。③ 因此， 《大明律》中既无例文， 对例文进行注释的小注也就无从说

起。 清代立法因袭明制， 在吸收明代中后期官刻、 坊刻等官、 私家注律书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编纂《大清律集解附例》， 至此， 例文成为国家正式律典的一部分。
清律小注对例文的注释主要集中于对明代旧例的改造， 顺治、 雍正、 乾隆等时代

都是如此。 相比律文小注的琐碎， 例文小注往往是对例文需要说明提示之处予以详细

阐释， 与律文小注多来源于明代注律书一样， 例文小注也与明代律学作品有很紧密的

联系。 尤其是顺治年新增之律文小注， 往往和律文小注来源相似， 以下列举几例顺治

律中所增例文小注， 以便观览。
“盗马牛畜产”条附例：

一、 凡冒领太仆寺官马至三匹者， 问罪， 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 发边卫充

军。 （若家长令家人冒领三匹， 不分首从， 俱问常人盗官物罪， 家长引例， 家人

不引）④

该条例文本为明例， 小注为顺治年新增， 而此条小注的来源则是王肯堂之《笺释》
对该条例文的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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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若家长令家人冒领三匹以上， 依律按盗官畜， 以常人盗官物， 不分

首从， 并赃论， 八十两， 绞。 家长引例， 家人不引例。 谓本例无首从之文， 其专

制在家长也。 若冒领不及三匹， 止照常发落。①

本条笺释是在探讨冒领官马中的一种特殊情况， 即冒领行为由家长与家人两类主体组

成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置。 第一句话先说明家长和家人都触犯“盗马牛畜产”条律文的规

定： “若盗官畜产者， 以常人盗官物论。”②所谓以“常人盗官物”论， 即指“常人盗仓库

钱粮”条， 该条规定： “但得财者， 不分首从， 并赃论罪。”③该条例文的第一句完全继

承了《笺释》的疏解精神， 并将相关条文规定的处置措施予以释明。 第二句开始解释对

例文的适用问题， 由于该条例文并没有规定首从如何划分与处理， 因此《笺释》依据

“共犯罪分首从”条律文之规定： “若一家人共犯， 止坐尊长。”④因“尊长有专制”之义，
免除了家人适用例文的法律责任。 清代修例时， 一并修入例文小注， 成为法律正式

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 李守良教授考证《大清律集解附例》中《名例律》篇 ４８ 条律文中的

３４ 条与姚注完全相同。⑤ 除《名例律》之外， 其他篇章小注也主要以姚注为底本， 但是

各篇章与姚注的重合程度各有参差。 《吏律》中的《公式》及《户律》中除《婚姻》外大多

同姚著， 而《礼律》《兵律》和《工律》基本同姚著， 但是在《刑律》中只有《斗殴》《断狱》
两篇基本采自姚注， 其他篇章的出入较大。⑥ 查《明清律合编》所示， 《名例》一篇顺治

律新增例文小注三条， 分别为“五刑”条 ００１ － ０２、 ００１ － ０４ 条例文， 以及“军官有犯”
条 ００６ － ０４ 条例文。 但是尽管《名例》一篇律文小注尽皆源于姚注， 但例文小注却在姚

注与《笺释》中查不到任何来源。 这不但证实了清代编纂律典是分工合作而成， 各篇章

对明代律学作品的吸收也各有不同， 也证实清代立法者编纂清律时没有一味照抄明代

注律书， 而是精心挑选与吸纳明代注律书的特点与优势。
由此可见， 清代立法者充分借鉴明代私家注律书的注释精华， 对传承自明律的清律

律文与例文等同对待， 都作为注释的重要对象， 进行了十分彻底而详尽的注释。 尤其是

例文、 律名并非传统律典中小注注释的重点， 清律立法者对他们无差别地统一予以注

释， 这更从形式上说明了清律小注注释的彻底性， 体现了清律小注“详译”的典型特色。

（二）解释性、 补充性小注的注释体例更灵活， 内容更丰富

解释律文、 补充律文一直是律典小注的主要功能， 在唐、 明律中的解释性小注，
基本以“谓”字小注为代表。 然而在清律小注中， 除所继承的明律“谓”字小注外，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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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新增解释性小注并无固定体例， 也不存在严格的程式， 呈现出一种较为随意的状

态。 具体来讲， 清律解释性、 补充性小注有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 解释性小注无固定体例。 由于清律小注多源于明代律学著作， 因此受私家

注律风格影响巨大。 为了提高读律效率， 使人能够在最短时间掌握法律适用的核心

要点， 明代注律书的注释风格以实用主义为主， 除部分采用“谓”字体例小注进行解

释外， 多数解释性小注的体例不依常例， 在律文中也无固定位置， 往往直接夹注于

被释对象之间。 如对字词的文字含义进行解释的小注， 清律小注往往以“曰” “为”
“即”“……者， ……也”等体例进行训示， 这些体例也都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中的常用

体例， 以“脱漏户口”条为例， “凡一（家曰）户全不附籍”①， 该条小注源于《大明律集

解附律》之纂注： “一家曰户， 人丁曰口。”②清律小注将其融入律句之中， 对“户”这一

概念做解释。 再如清律于“文官不许封公侯”条律尾新增小注“生受爵禄曰封， 死赐褒

赠曰谥”。③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小注还存在训诂学体例的影子， 但同样也存在许

多体例之外的固定句式， 直接解释、 提醒的小注， 如“谋反大逆”条对“谋反”和“大
逆”的解释， “凡谋反（不利于国， 谓谋危社稷）及大逆（不利于君， 谓谋毁宗庙山陵及

宫阙）”，④ 两个“谓”字之后小注皆为明律原有小注， 而新增小注无固定体例， 简明扼

要地抓住两者的要点。 除此之外， 采用举示例等注释方法对词句进行解释的小注同样

存在不采用“谓”字小注的形式， 如“擅离职役”条： “其在官（如巡风官吏火夫之类）应
直不直。”⑤可见为了将明律解释详尽， 明律小注越出固定体例， 因时制宜地对明律律

文做彻底解释， 此类解释性小注在清律之中不胜枚举， 也是清律“详译”明律的重要

体现。
由于清律整体风格是应补尽补、 应释尽释， 对律文的解释可以说是十分详尽。 而

如此高频详尽的注释， 与唐、 宋律典的律后疏议十分相似， 但是明清律抛弃了律后疏

议的注释模式， 采用文中夹注， 那么必然不能用一种固定的体例在文中进行注释， 以

防过度拆解律文， 造成篇幅过长。 因此， 清律所采取的无固定体例小注去解释律文含

义， 明确律文的立法目的， 说明法律的适用规则， 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第二， 善于运用小注进行补充立法， 缩减由于制度变迁造成的差异。 从明律将

唐、 宋律典中的立法性小注与调整性小注尽可能地吸纳到大字律文中， 明律小注中的

非解释性小注就较为稀少， 清律小注基本继承了这一特点。 清律小注纯立法性小注主

要是为了纠正由于制度变迁而造成的差异与讹误。 较为常见的是小注对监候刑的补充

立法， 《大明律》中死刑绞、 斩二刑不分立执与监候， 但事实上， 监候制度在明代已经

存在于司法实践当中， 《清史稿》有云： “旧制刑狱重犯， 自大逆、 大盗决不待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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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俱监候处决。”①但是在律典中首次明确监候制度的是顺治三年律， 其于“五刑·死

刑二”最后加一句律文： “除罪应决不待时外， 其余死罪人犯， 抚按审明成招， 具题部

覆， 奉旨依允监固， 务于下次巡按御史再审， 分别情真、 矜疑两项， 奏请定夺。”②也

就是从顺治三年律开始， 律典小注于律文绞、 斩之后增加“监候”字样小注。 雍正朝

《大清律集解》将本句律文变为小注， 其内容更改为： “内外死罪人犯， 除应决不待时

外， 余俱监固候秋审、 朝审分别情实、 缓决、 矜疑， 奏请定夺。”③乾隆五年《大清律

例》因袭之。 而在律文中则形成以下之例， 如“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 “若将人口

军器出境及下海者， 绞（监候）； 因而走泄事情者， 斩（监候）。”除此之外， 运用小注

进行实际立法的情形相对较少， 补充立法并不是清律小注的主要功能。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清律对明律之“详译”在小注中有集中体现， 而最为典型

的就是清律小注对律文语言结构的补足， 几乎遍布整个律典， 通过对语言结构的补足

可以使律文的表述更加通顺， 更易于让清代读律之人知晓律义。 同样， 清律小注的注

释重点就在于将明律所隐含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处置措施予以重现与补足， 这并非一种

立法， 而是依据律典统一的规定或者是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对相关内容进行复述。 而解

释性和立法性小注虽然也存在于清律之中， 但是其整体风格与唐、 明时期的体例运用

不同， 更偏向前两种补足性小注的散碎风格， 总体来看就是对明律进行更深层次更全

面的解释， 是以明律为核心进行的。 尤其是清律小注将注释对象扩大到律文、 例文，
这些都是前朝历代律典所未有的。 如果说唐、 宋律典的小注与律后疏议深深影响了明

代私家律学著作的话， 那么清律这种以“详译”为特色的小注可以说是官方律典注释对

私家注律吸收的最集中、 最彻底的一次。 因此， 学界通常认为清律是明律“翻版”的说

法并不十分准确， 因为二者并非一种完全复刻， 甚至不如《唐律疏议》与《宋刑统》那
般相似。 但清律的成型却是处处以明律为研究中心、 为注释对象所得来的。 换句话

说， 《大清律例》本就是一部集百家之精华， 而又历经时间考验的、 优秀的《大明律》
律学注释书。

六、 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意义

作为古代律典中注释的巅峰之作， 清律小注虽对律文的阐释最为彻底明晰， 达到

了“详译明律”的立法目的， 使明律能够最大程度保留下来且被时代接受， 但其占据清

律大量篇幅， 且部分条文小注过长， 作为一部国家正式法典， 从外部形式上来看不免

繁冗。 尤其是顺治三年律小注的编纂由立法者分工而成， 各篇章对明代律学作品的承

８２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ｉｎ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Ｎｏ. ７　 ２０２４
总第 ３０６ 期
Ｓｕｍ Ｎｏ. ３０６

①

②

③

（清）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 第 ４２０７ 页。
孙家红： 《明清律合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１５１ 页。
（清）朱轼等著： 《大清律集解》，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未收书辑刊》 （第一辑第 ２６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４５ 页。



继与选取采用不同标准， 因此小注的编纂存在不少抵牾之处， 在雍正年间的修订中才

逐渐修改完善。 但整体来看， 清律小注仍然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一）使明律条文更加确定化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弊端， 梁启超认为除了缺乏弹力， 还缺乏“确”性， 即“我国

法律之文， ‘明’则有之， 而‘确’与‘弹力性’两种， 皆甚缺乏。 《大清律例》卷首， 于

律中文辞之用法， 虽有说明， 然其细已甚， 且不完备。 以我律文与今世诸国之法文相

较， 其正确之程度， 相去远矣”①。 梁启超所说的“确”性意在说明中国传统律文因为

言辞简约， 因而部分条文的表达词不达意， 即为不确。 而“确”性的另一个表现方面则

是明确性， 虽然法律条文的书写简约易懂， 但是确定化程度不高， 语焉不详处尤为多

见。 尤其是《大明律》，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 虽然唐律用语简约华丽， 但是由于唐律频

繁使用小注， 且律后疏议详解至极， 因此从律典整体的效果来看， 确定化程度较高。
但明律虽然保留了小注， 且小注以释为主， 部分小注由于吸收了唐代之律后疏议篇幅

较长， 但终究因其小注数量较少， 难以达到对整个律典进行较好的解释阐明， 确定性

较之唐律较低。 另外， 《大明律》的语言风格虽然在制定时并无太多的问题， 但随着时

间流逝， 部分条文的含义难以被准确把握， 存在语言结构缺失造成的表述不清， 也包

括对法律构成的各个要素的隐含而造成的不明确等问题。 明代中后期， 私家律学作品

当中就对这一问题有过关注， 形成了以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为代表的以小注形式

补足律文之语气以及法律结构的律学作品。 这种做法得到了清代立法者的青睐， 最终

成为清律小注的基本底色。
综合来看， 明清律转变之际“详译”风格的小注使清律的确定性远超明律， 虽然大

部分条文的律文部分没有改动， 但充分运用小注的增、 删、 变对律文进行修改。 而

且， 清律小注多是吸收明代律学作品的优秀成果得来的， 明代律学家就发现了明律确

定性不足的问题， 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弥补， 清代立法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同时在

“详译明律”的国策下， 用小注对律文进行详译， 使之更加符合政策的要求， 方便落

实。 为此， 通过对明律简约至极的律文语言风格进行补充， 对其所隐含的各类法律规

范进行重现之后， 清律的确定性较之明律大幅增强， 清律的编纂技术较之明律又有了

一定的提高。 清律小注虽然烦琐， 但并没有超出注释的界限， 同时大字律文与小字注

文相区别， 便于区分明律原文与清律修改之处。 可以说清律将律典小注的优势开发到

了极致， 其相比于唐明律小注更加灵活也更加有效， 可谓集唐明之大成， 同时又演化

出自己的新特点。 至此， 律典小注作为一项法典编纂技术， 在清律之中发展到极致。

（二）维护律典传承的稳定性

前文曾提及中国传统律典自《泰始律》开始， 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律典的制定“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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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这一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在历代法典中都有着鲜明的继承， 也是历代律典所标

榜的基本价值。 而从律文数目的不断合并精简， 可以看作是传统律典的编纂者对这一

原则的落实与继承。 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总是繁简交替进行的。
从律典注释的变化中来看待这种繁简交替则更加明显。 《唐律》作为一部律典来说， 条

文简约、 语句凝练华丽， 无愧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代表性法典。 同时又通过《律疏》对
律典进行解释， 不管是从律典编纂的角度还是从官方法律解释的角度来说， 唐代律学

都十分发达。 而后在实践中， 律典与律疏逐渐形成了合编一书的体例， 律、 疏合编这

样的编纂体例被宋代继承， 作为国家正式律典的《宋刑统》其律典规模就偏大， 相比于

《唐律》来说就相对繁杂。
到了明代， 在朱元璋“法贵简当”立法思想的指导之下， 明律再次在正式律典中删

除了律疏， 全文只以小注作注释， 且小注的数量相比于唐律更少。 明律的简约导致到

明代中后期， 法律条文的滞后性不断凸显， 且由于律文言辞简洁省略， 会产生理解与

阅读上的歧义， 因此明代私家注律不断兴起、 繁荣， 其中就有以姚思仁《大明律附例

注解》为代表的采用小注形式随文补充注释的律学注释书出现。 这类律学注释书在清

初建国之时的“参汉酌金”“准依明律”“详译明律、 参以国制”等一系列立法思想的影

响下， 不断成为清代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理解与制定法律的重要参考。 为了避免洪武

三十年（１３９７）所定律文出现适用与理解上的难题， 清代的法律编修者同样从两个方面

着手， 一是继续继承律例合编的编纂方式， 同时新修条例， 以例补律； 二是律文全面

采用姚注等律学注释成果细致地注释明律律文以成清律， 以致清律几乎条条律文都有

小注， 整体显得烦琐。 这样看来， 律典中注释又从明律之简约发展到了清律之繁杂。
虽然如此， 相比于律文、 例文滋生而被历代史书诟病， 律典注释的繁与简并不一

定是优劣高下的判断标准。 因为传统律典的构成十分复杂， 一种简单的论述很难以偏

概全。 传统律典有“十恶” “八议”这类简短笼统的律文， 大字律文只以几个字构成。
同样也存在规定得十分具体， 不存在太多弹性的律文。 因此， 如何在繁简之间取得一

种平衡， 才是考验定律人能力的关键， 也是中国传统法能够延续千余年之久的秘密所

在。 为了保留前朝的核心律文， 追求律文简约的同时不至于让律文太过脱离实际， 定

律人往往运用两种手段来弥缝， 一是修临时之法， 二是采取合理的形式解释法律。 所

谓修临时之法就是律外修法， 如宋代制敕， 明清之“例”， 例文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作

用远大于律文， 律文当中的部分条款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 沦落为“具文”。 尽管如

此， 为了表明律典正统的承袭， 也为了使这些传统律文继续发挥价值宣示作用， 清律

小注加强了对条文的注释， 采用详译之注使得律文更加明确， 并且利用小注将其与当

下法制不符之处予以修改。 这必然扩大了律典的规模， 使得清律的篇幅较之《大明律》
繁杂，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哪怕清律在序言中同样标榜立法简约， 清初统治者已

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大明律》僵化的条文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 由此产生了

大规模的修例活动， 但是清朝在制定律典时不但没有将这些失效、 僵化的律文删除，
反而加大了对它们的注释与改造， 使得律文能够继续发挥其价值宣誓作用。 如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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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律典以及法律体系的标志性制度“八议”， 雍正帝以为“八议”不足为训， “我朝

律例虽载其文而实未尝行者”， 但删去又“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 故仍令载入， 特为

颁示谕者， 俾天下晓然于此律之不可为训”①。 由此， 利用明代律学作品中成熟的小注

体式的注释， 既能保留《大明律》原貌， 又能对明律未尽之处予以补足、 明示， 也可以

通过小注的增删改对律文的含义以及适用范围、 法律规定等内容进行调整， 使过去法

为现在所用， 既彰显了对中华传统典制的继承， 又使其继续发挥新的作用。
因此， 与定例所造成的法律制度体系科繁庞杂所引发的“以例破律”诟病所不同，

律典中注释的繁简变化表现了古代立法善用解释手段确保法律的稳定性， 始终努力使

远古的法律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以律典注释的繁简之变， 因时代之宜， 来保障中国传

统法律价值的基本内里绵延千年之久而不变， 这正是传统法律制定的宝贵经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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